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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 2020 上半年全球深陷「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疫情，我國在政府與

民間的共同努力下應對相對得宜。而儘管防疫表現備受肯定，但是國內言論市場仍

充斥在國外研究脈絡中源於國家防疫不利的「新冠肺炎陰謀論」（COVID conspiracy 

theory）。故本文採用量化方法檢視 2020 年 5 月在我國進行的線上問卷，欲探討在

截然不同的疫情嚴重程度下我國民眾仍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原因。本文發現，族

群集體自戀和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有明顯的關聯，且台灣人認同以及新冠肺炎風

險認知兩變項能有效說明族群集體自戀者的族群正面形象威脅來源，而台灣人認

同則對族群集體自戀有明顯的調節作用。綜合以上，本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發現給予

未來研究進一步的延伸方向。 

 

 

關鍵字：政治心理學、認同政治、集體自戀、新冠肺炎、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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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re suffering from COVID 19 pandemic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20,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society had worked 

together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normal pace of life. Although Taiwan’s coronavirus 

response was highly-regarded, Taiwan’s marketplace of ideas was still plagued by 

conspiracy theory which had been attributed to ill governmental response on the 

pandemic by foreign study. By using quant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an online survey 

collected during May 2020 in Taiwan, this study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reason why the 

Taiwanese public believed in COVID conspiracy theory under completely different 

pandemic severity.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ethnic collective narcissism i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COVID conspiratorial belief. In the meantime, Taiwa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COVID risk perception could manifest the image threat perception for 

those ethnical narcissists, while the Taiwanese ethnic identity has obvious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ethnic collective narcissism. To sum up, this study offers recommend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on relative issues. 

 

 

Keywords: Political Psychology, Identity Politics, Collective Narcissism, COVID 19, 

Conspira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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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2020 上半年，當全球深陷新冠肺炎疫情時，我國因政府因妥善準備防疫物

資、嚴格控管邊境、隔離檢疫完善（中央社，2020），加上國民勤於落實衛生保

健和配戴口罩，全國上下得以在 6 月 7 日完全解封，民眾恢復正常生活（中央

社，2020a）。我國政府的防疫表現因此廣獲國際媒體（中央社，2020c）和多國

公衛專家的正面肯定（衛生福利部，2020）。 

  我國由於特殊歷史背景長年受國際社會排擠，因此在國內疫情穩定的前提下，

政府遂計畫以對外援助防疫物資尋求外交突破。外交部自 2020 年 4 月啟動

「Taiwan Can Help」專案，對美歐、東南亞、非洲等 80 多個國家輸出近 5 千萬

片口罩（外交部，2020），民間也主動發起全民募資，透過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刊登「Taiwan Can Help」廣告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中央社，

2020d）。從民調結果來看，臺灣民眾在 2020 上半年應是對國家和政府充滿自信

和感到驕傲的，我國總統和內閣的滿意度、信任度雙雙在 5 月中前創下蔡英文與

蘇貞昌內閣的任內新高（TVBS 民意調查中心, 2020a, 2020b, 2020c）。然而就在

國內整體氛圍積極正面，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也有顯著提升時，政府和民眾卻在眾

多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涉外議題中，表現出讓人意外、極為負面的對外政治態度。 

  首先，儘管「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呼籲各國避

免使用「汙名化」的疾病命名，甚至國外已傳出不少因汙名化而起的亞裔仇恨犯

罪（劉紹華，2020），時任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卻仍堅稱「使用『武漢肺炎』有利

辨識、不涉評價」（中央社，2021）。其次，雖然蔡英文總統公開否認 WHO 秘

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 2020 年 4 月針對國內網路社群的

種族歧視控訴，王銘宏（2020）針對 PTT 的文字探勘分析，卻發現 PTT 在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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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 3 月，確實有千分之五的貼文回應以歧視性非裔的字眼如「黑鬼」或「尼哥」

稱呼譚德塞。 

  最後也是本文所關注的，是我國與世界各國相比非常獨特，即使疫情相對緩

和，爭議性極高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卻十分盛行。以 2020 上半年的臺灣來看，中

央社和民間四大報社皆曾刊載新冠病毒為「武漢病毒實驗室專家製造的生化武器」

（中央社, 2020f; 中時新聞網, 2020; 聯合新聞網, 2020;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20; 

蘋果新聞網, 2020），顯示新冠肺炎陰謀論在國內言論市場頗受民眾青睞。針對

此現象，童涵浦（2020）的網路專論文章指出理性自利的政治因素和臺灣民眾的

陰謀論信念有關，因為政治立場本土的民眾相比光譜的另一端，對臺灣受國際社

會排擠的孤立感和對中國威權化的疑慮皆更高，所以他們更傾向相信在中國大陸

爆發的新冠肺炎是生化武器、是威權政府的陰謀、是騙局、是隱瞞經濟崩潰的陰

謀論，藉此充實「批判北京政府的重要論述資源」。 

  政治因素的解釋固然直觀有力，但是當我們檢視國內有關政治態度、特別是

涉及兩岸關係的相關研究都指出除了理性自利之外，感性層面的「心理因素」不

可忽略。本文感興趣的即是從心理因素出發，臺灣民眾究竟是出於何種心理動機，

在疫情已然受到控制且國際形象，甚至在部分人眼中國際地位也顯有提升的狀況

下，仍選擇以負面、偏頗、缺乏證據的陰謀論詮釋新冠病毒的源起、對新冠肺炎

抱持「陰謀論信念」（Conspiratorial Belief，可理解為相信陰謀論的程度），本文

將在後續章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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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經研究者詳查，我國學界迄今尚未開展與陰謀論相關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之窗。 

  新冠肺炎迅猛的疫情加上疫情初期資訊的不透明，讓眾多質疑新冠病毒源頭

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Ellis, 2020），如 2020 年 3 月在美國的

一項調查，顯示將近 31%的民眾相信新冠肺炎是刻意被創造和散播的，且另外有

29%的人認為新冠肺炎的威脅被刻意誇大（Uscinski et al., 2020）。不少實證研究

指出新冠肺炎陰謀論對社會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Enders et al., 2020），輕信新

冠肺炎陰謀論因此認為疫情是「騙局」或「被誇大」的民眾，容易因為低估新冠

肺炎的嚴重程度而拒絕戴口罩、不願維持社交距離、甚至堅決不施打疫苗

（Biddlestone et al., 2020; Freeman et al., 2020），所以有學者專家視陰謀論、假新

聞、以及假訊息為有落實防疫政策和進行科學溝通的最重要挑戰（Bavel et al., 

2020）。由此可見，理解人們為什麼會取信於表面看似荒謬且缺乏證據的陰謀有

重要的公共事務實務價值，能指引出一條落實防疫措施、保護公眾免於新冠肺炎

威脅的明路。 

  Douglas et al.（2019）回顧陰謀論信念的相關研究並整理出人們相信陰謀論

的三大因素：政治、社會、以及心理因素。童涵浦（2020）對我國民眾為何持有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初步分析即顯示，臺灣民眾的陰謀論信念可能出自於理性

自利的「反中」因素，此明顯屬於政治因素。 

  然而，誠如眾多國內學界有關國人政治態度，特別是涉及兩岸經貿交流態度

（吳乃德, 2005; 耿曙 et al., 2009; 陳映男 et al., 2015; 陳陸輝, 耿曙, 涂萍蘭, et 

al., 2009; 陳陸輝, 耿曙, & 王德育, 2009）和中國大陸印象（吳重禮 et al., 2016; 

關弘昌, 2018）的研究顯示，影響國人政治態度的除了理性的政經因素外，國家

（國族）認同、族群認同等感性心理因素也有其影響力。故本文從國內學界既有

的「感性 VS 理性」研究脈絡再出發，探討是否存在除了身份認同外，能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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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國人「高度對內滿意、高度對外敵視」心理狀態的心理學

概念，並運用合適的統計模型探討此心理學概念與陰謀論信念在我國獨特的國際

情勢、防疫條件下，是否仍有相關。 

  下一個章節，本文會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與新

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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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 

  如「研究動機」和「研究背景」兩章節所述，2020 上半年的我國為國際公認

的防疫資優生，不少民眾因此對國家和政府充滿自信且感到驕傲，本文因此選擇

內涵接近、由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提出的心理學概念「集體自戀」

（Collective Narcissism）作為解釋臺灣民眾抱持陰謀論信念的主要心理因素。 

  集體自戀是個人對所屬群體投注（investing）大量情緒的「群體認同」（Group 

Identification），是「一種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群體崇高偉大，且

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然而個人內在隱藏對群體的不自信讓「集

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的自我膨脹信念亟需外界認可，且當此膨脹的形象認知受到

威脅時，對形象威脅極度敏感的集體自戀者會報以敵意與制裁」（Cichocka et al., 

2016; 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Sternisko et al., 2020; Golec de Zavala, 2011）。 

  本文透過「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2020 年 5 月在臺灣

蒐集的問卷資料，檢視新冠肺炎疫情下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傾向是否提升臺

灣民眾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相關研究顯示，英美兩國人民的「國家集體自戀」

（National Collective Narcissism）得有效預測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新冠肺炎陰謀論

信念。由於集體自戀者有「希望維持自身和群體的正面社會形象」的「社會動機」

（Social Motive）（Douglas et al., 2017:540），Hughes & Machan（2021）和 Sternisko 

et al.（2020）即發現英美兩國的國家集體自戀者在新冠肺炎威脅到國家正面社會

形象的狀況下，會為了保護自身過度迷戀的國家形象，更加確信新冠肺炎陰謀論

為真，以此轉移或降低認知中國家在嚴重的疫情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顯而易見，更是本研究所關注、臺灣與英美兩國極為不同的地方，正在於我

國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之初的社會客觀現實條件截然不同。首先，從前面兩章

節爬梳之新聞資料、調查數據即可得知，我國 2020 上半年的防疫表現客觀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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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國外政府和媒體一致認可，主觀上也獲得國人高度讚賞，由此可明顯推論我國

的國家形象顯然未如英美各國受新冠肺炎波及，甚至可合理推論應是有所提升；

其次，臺灣民眾的國家、國族認同並非和英美兩國一樣高度趨同，即使無論政治

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中央社，2020e）、臺灣民意基金會（風傳媒，2020a）、還

是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2020）的調查結果皆顯示「台灣人認

同」的比例在 2020 年初達到歷史新高，但「雙重認同」或「中國人認同」都仍

佔一定比例。換句話說，我國民眾的國家、國族認同並不完整，臺灣民眾只有族

群認同。 

  本文因此嘗試探討：既然我國與英美在「前提預設」與主要「解釋變項」的

概念上都有所差異，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是否會將新冠肺炎疫情視為族群形象

的威脅，進而增加相信陰謀論的程度？理性政治因素與感性心理因素在陰謀論信

念此政治態度上的拉扯，在納入族群集體自戀、台灣人認同、心理幸福感、個人

控制感等更多理論上得提升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因素後，前述段落提及的政治因素

是否仍對陰謀論信念有解釋力？究竟是政治、社會、還是心理因素最能有效解釋

臺灣民眾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選擇相信陰謀論的原因？本文將在後續章節提供符

合本地脈絡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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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陰謀論信念的政治、社會、心理因素 

  「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是個人或團體嘗試解釋某些重大政治、社會

事件緣由的說法，人們聲稱這些重大事件是部分有權有勢、但心懷惡意的人或團

體密謀策畫（Byford, 2011; Keeley, 1999）。至於人們出於何種原因選擇抱持陰謀

論信念，Douglas et al.（2019: 6）歸納出三個因素，分別是：政治、社會、以及

心理因素。有鑑於本文關注的主要自變項「集體自戀」屬於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

的社會動機，故本文將社會動機獨立作為一個小節討論。 

 

圖 1 產生陰謀論信念的各式因素 

 

資料來源：Douglas, K. M. … F. Deravi.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9, 40(S1) 6-14，作者自行整理、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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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與政治因素 

  在各項社會因素中，人們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多寡是過往研究關注的重點。

Uscinski & Parent（2014: 102）發現在美國隨著年收入和教育程度的上升，美國

人對陰謀論的相信程度呈現明顯的下降。社會因素對陰謀論信念的影響並非只限

於已開發國家，Hogg et al.（2017: 4–7）在南非約翰尼斯堡最大的黑人城鎮「索

威托」（Soweto）進行的調查研究同樣觀察到無收入的失業者、學生，比有穩定

收入的在職索威托人更相信愛滋病是科學家的發明、美國政府的陰謀、或是藥廠

的商業詐騙。部分不滿社會因素表面解釋力的學者則主張高教育程度和高所得者

多擁有較成熟、較複雜的訊息認知、責任歸因機制、以及媒體識讀能力，因此學

歷較高、財力較雄厚的人自然較不相信看似荒謬、缺乏理性證據的陰謀論（Craft 

et al., 2017; Douglas et al., 2016; Prooijen, 2017）。 

  儘管不少研究指出教育、收入等社會因素所決定的訊息認知能力和人們是否

相信陰謀論有關，但可想而知的是當陰謀論涉及重要政治事件，其他非人口學變

項的政治因素如政黨立場、意識形態更有可能是影響人們陰謀論信念的決定性因

素。古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研究顯示人們傾向認為不同政黨立場

（Claassen & Ensley, 2016），和左右意識形態光譜另一端的個人或團體不安好心

眼（McClosky & Chong, 1985），包括義大利、美國、荷蘭的實證研究皆發現左

右意識形態光譜兩端的個人較容易相信陰謀論（Mancosu et al., 2017; van Prooijen 

et al., 2015）。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意識形態左端的自由派，心理上較不開放、

較不願意接納新訊息的保守派通常存有較高的陰謀論信念（Baron & Jost, 2019; 

Galliford & Furnham, 2017; Jost et al., 2008）。 

  和社會因素的研究理路相似，學者們同樣不願接受對政治因素的探討停留在

政黨立場和意識形態的黨同伐異。在前述基礎之上，Uscinski & Parent（2014）認

為陰謀論是政治競爭中輸家感知和調控源自當權者威脅認知的工具，因此我們時

常見到陰謀論被當成輸家對贏家的控訴。部分學者則從理性自利的角度解釋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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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信念的政治因素，由於人們在邏輯推演時有「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的傾向，所以個人既有的政治意識形態或政黨立場才會讓人在判斷、認知資訊時

導向符合或有利於自己的陰謀論（Duran et al., 2017; Galliford & Furnham, 2017; 

Saunders, 2017），童涵浦（2020）發現意識形態本土、對中國大陸威權化保有疑

慮的臺灣民眾視陰謀論為批判北京的論述資源的解釋亦可透過動機性推理理解。 

（二）心理因素 

  從前述社會和政治因素的探討，吾人不難發現因為陰謀論信念為個人對特定

政經社事件的態度，政治因素追根究底得從動機性推理、威脅認知理解，社會因

素也必須運用認知過程、歸因機制等心理學概念深化，因此眾多政治和社會心理

學家皆主張尋找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學基礎最為直觀全面。奠基於人們有理性化、

合理化現狀傾向的「系統合理化理論」（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Jost & Banaji, 

1994; Jost & Hunyady, 2002; Jost et al., 2008），Douglas et al.（2017）指出人們可

能基於以下三種心理因素選擇取信於陰謀論：「認知動機」（Epistemic Motives）、

「存續動機」（Existential Motives）、「社會動機」（Social Motives）。 

1. 認知動機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海德（Fritz Heider）在其著名的「人際關係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形容人的天性在理解外在結構因素時，會

「不斷尋找穩定的、內在一致的特徵，藉以保持認知中的世界仍是可預測、可掌

控的」（Heider, 1958: 139），而此人類天性即構成了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的「認

知動機」：當人們發現某事件客觀上缺少充分資訊、訊息互相衝突，或主觀上欠

缺認知能力時，認知動機讓人們傾向訴諸看似言之成理、表面合乎邏輯的陰謀論，

以保持外在環境仍在個人的理解和掌控範圍內（Douglas et al., 2017）。 

  陰謀論信念的相關實證研究發現不少心理學概念可用於解釋認知動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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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假設。以促使人們依循認知動機理解特定事件的客觀條件來說：當某隨機性

事件難用常識理解時，客觀上的資訊稀缺和互相矛盾讓人傾向屈就合乎「不實際

的認知模式」（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的陰謀論以拼湊事件全貌（Dieguez et 

al., 2015; Prooijen et al., 2018; Whitson & Galinsky, 2008）；而當某些重大事件同

樣因欠缺資訊導致合理解釋根本不存在時，「重大事件－重大結果推理模式」

（Major Event-Major Cause Reasoning）會促使個人將事件歸因於繪聲繪影的陰謀

論（Leman & Cinnirella, 2007; Leman & Cinnirella, 2013; McCauley & Jacques, 1979）。 

  即使外在事件客觀上皆缺乏明確說法，部分學者主張一些主觀上顯示個人認

知能力不足的心理特質會讓陰謀論信念的認知動機有更高的機率出現。研究顯示

當人們對理解事件因果關係能力過度自信進而產生高程度的「解釋深度的錯覺」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時，陰謀論對陷入錯覺的人們極具吸引力（Vitriol 

& Marsh, 2018）；在政治因素段落約略提及，在現實生活中極度需要確定答案、

好發於政治意識形態保守派群眾的高「認知閉合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也會讓人更直接、快速、不加思索地接受陰謀論對特定事件的解釋

（Kruglanski & Webster, 1996; Patrick John Leman & Cinnirella, 2013; Marchlewska, 

Cichocka, & Kossowska, 2018）。 

2. 存續動機 

  相較主客觀假設皆關注訊息誤判、事實落差的認知動機，「存續動機」更聚

焦於人們維持正常生活的心理需求如「主體能動性」（Agency）、「控制感」（Personal 

Control）和陰謀論信念的關係。Douglas et al.,（2019, 2017）指出，因為陰謀論多

伴隨著衝擊市井小民生活的重大政經社事件而起，所以當人們缺乏主體能動性、

對生活的控制感低落時，能塑造假想稻草人、情緒宣洩出口、或責任轉移的陰謀

論遂有其獨特的吸引力。如 Pratt（2003）延伸 Fenster（1999: 67）對美國陰謀論

者特質的闡述，主張在美國的陰謀論者多為社會不平等擴大下個人控制感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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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充滿無力感的個人。實證研究的結果也支持上述假設，Abalakina-Paap et al.

（1999）的調查研究顯示對生活充滿無力感的大學生容易相信特定事件陰謀論為

真，而 Prooijen & Acker（2015）的調查研究則發現加強控制感能降低個人對陰

謀論對象的威脅認知，進而有效減少人們的陰謀論信念。    

  以心理學經常使用的「狀態」（State）、「性格」（Personality）二分法來看，

上述提及的無力感低落屬於影響力短暫的狀態型心理特徵，未涵蓋性格層面的討

論。細究擁有長期影響、且已經融入個人性格的心理特徵，學者們發現「特質性

焦慮」（Trait Anxiety）、「死亡焦慮」（Death-Related Anxiety）、以及需要依附對象

持續支持和關注的「焦慮型依附」（Anxious Attachment Style）都會增加人們相信

陰謀論的程度（Green & Douglas, 2018; Grzesiak-Feldman, 2013; Newheiser et al., 

2011）。這代表就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的存續動機推論，某些人對陰謀論的免疫

能力可能因生活經歷本身或經驗塑造的性格在碰到特定事件時更容易受陰謀論

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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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動機與集體自戀 

  相較認知動機與存續動機，「社會動機」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訴諸最直觀、醜

陋的人性。Douglas et al.（2017）強調受社會動機驅使的人們為了維持自我或所

屬群體的正面評價和形象故選擇相信陰謀論，所以當陰謀論能把造成自己或群體

的不利地位和負面遭遇轉移、卸責給其他團體或個人時，陰謀論自然對這些人吸

引力甚高。 

（一）社會動機與政治和社會因素的關聯 

  社會動機的解釋提供了研究者從其他途徑深化陰謀論信念的政治及社會因

素，Douglas et al.（2019）主張政治因素提到的「競爭中輸家較相信陰謀論」，和

社會因素中低所得、低教育水平通常陰謀論信念程度較高，背後可能正反映著較

低社會地位者為保持正面形象而尋找責任承擔者的社會動機。 

  社會動機的解釋在部分實證研究明顯優於收入和教育兩項基本的社會因素

解釋，如 Crocker et al.（1999）的調查研究顯示無論社經地位高低，非裔美國人

大學生相對白人大學生，更傾向相信美國政府對非裔的系統性種族歧視讓非裔美

國人的愛滋感染率、中學輟學率、以及失業率等統計數據居高不下；Simmons & 

Parsons（2005）更指出若個人曾親身經歷種族歧視，無論是學歷較高的政府官員

還是一般大眾，非裔美國人都更傾向相信與美國政府有關的陰謀論，種族所隱含

的社會動機對種族歧視相關的陰謀論的解釋力明顯比收入、教育、甚至政治意識

形態都還高。 

（二）個人自戀與集體自戀 

  同樣藉由狀態－性格框架檢視社會動機，前述與政治和社會因素對話的社會

動機偏向狀態層面，並未涉及穩定、長期存在的性格特徵，Douglas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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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符合社會動機的心理性格為「個人自戀」（Personal Narcissism）或「集體自

戀」（Collective Narcissism），兩者差異在於前者高度自滿於個體的自我、後者則

迷戀於特定群體中的社會自我（A.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Hornsey, 2003）。 

  個人自戀相關的實證研究顯示，個人自戀程度偏高者因為擁有高度外在顯性

自尊、低度內在隱性自尊，所以儘管自戀者表面看似自信非凡、但其內在的自我

評價不穩定（Jordan et al., 2003; Kernis, 2003; Zeigler-Hill, 2006），故自戀者會為

了保護脆弱的自尊而陷入「自利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Jennifer Crocker & 

Park, 2004; Emmons, 1987; Morf & Rhodewalt, 2001; Rhodewalt & Morf, 1995），

在面對破壞個人極度在乎的正面社會形象的特定事件時，選擇相信得卸責於外人

或外在群體的陰謀論（Cichocka et al., 2016）。 

  然而相較集體自戀，個人自戀對特定政經社事件陰謀論信念的解釋力明顯受

到限制。有鑑於盛行於言論市場的陰謀論多與國內重要事件或具跨國影響力的國

際大事，故除了少數特定政治菁英可能視特定事件為對自身形象的威脅，多數民

眾應是將自我帶入群體才會義憤填膺地感受到群體形象受到損害。 

  從集體自戀實證研究中常用的兩階段概念即可看出集體自戀符合社會動機

的定義：首先，作為「一種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群體崇高偉大，

且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集體自戀的自戀人格讓集體自戀者對

所屬群體擁有極度高漲的正面形象認知；其次，「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的自我

膨脹信念亟需外界認可，且此膨脹形象受到威脅時，對威脅極度敏感的集體自戀

者會報以敵意與制裁」（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則表明對形象威脅極度敏感的集體自戀者傾向把

群體正面形象的威脅歸咎於外界，咬定外群體或個人對我群圖謀不軌、從而對其

產生敵意。 

  集體自戀得視為「個人自戀」（Individual Narcissism）對「社會自我」（Social 

Aspect of Self）的投射，相關研究（Hornsey, 2003; Luhtanen & Crocker, 1992; Taj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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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er, 2004）指出「自我」（Self）的概念包含「個人的自我」（Personal Self）

與奠基於群體認同的「集體自我」（Collective Self），因此集體自戀者可能在期待

外界承認自身的崇高與偉大時，一併要求外界尊崇個人所屬內群體的優越。與此

同時，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 1074）主張集體自戀亦可被視為誇大、不穩

定的「集體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 Hornsey, 2003; Luhtanen & Crocker, 1992）。

「被威脅的自我理論」則提供實證研究檢驗集體自戀者在「群體互動」（inter-group）

層面，對外在群體產生的各式敵意態度和行為的理論基礎。美國心理學家佛洛姆

（Erich Fromm）曾說：「當個人隸屬於全世界最優秀的群體時，儘管現實世界的

他弱小如螻蟻，但群體的偉大讓他成為巨人」（轉引自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p742）。由此可見，「被威脅的自我理論」亦可延伸自群體互動層面，當個人必須

仰賴自我膨脹的群體形象補償低落的自尊時，感受到威脅的群體自我，自然可能

引發個人對外在群體的敵意和報復回應（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1975）。 

  觀察我國盛行的生化武器說合在歐美較流行的疫情騙局說，新冠肺炎陰謀論

明顯是在疫情已對國家正面形象造成威脅後政府與公民用於轉移焦點或卸責的

工具，故集體自戀相較個人自戀顯然應是相關研究關注的解釋變項，特別是國家

集體自戀。 

（三）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 

  相關實證研究顯示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脈絡中，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

有明顯的關聯，符合社會動機的假設（Cichocka, Marchlewska,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 A.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Hughes & Machan, 2021; Sternisko 

et al., 2020）。 

  在深入探討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的關係之前，從比陰謀論程度輕微的一般

負面政治態度如「偏見」（Bias）和「敵意」（Hostility）吾人即可看出國家集體自

戀者國家威脅來源極度敏感、針對性極強。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和 Ly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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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0）的研究皆顯示國家集體自戀者只會對國家產生威脅的社會群體產生

負面政治態度：前者發現波蘭的國家集體自戀和視猶太人為威脅的反猶主義有關，

但跟波蘭人長期對英法兩國的負面觀感並無關聯；後者則發現美國國家集體自戀

者僅對有強烈威脅認知的阿拉伯裔移民產生明顯的敵意，但威脅感相對較低的亞

裔和拉丁裔則無。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2012）研究指出波蘭國家集體自

戀指向高度的「圍城心理」（Siege Mentality），代表波蘭人的國家集體自戀程度

越高、就敏感於外在勢力威脅凸顯的國家脆弱性，而圍城信念越高、波蘭集體自

戀者的反猶主義越高漲。然而上述研究關注的是外群體對國家整體產生的威脅而

非形象威脅，關注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的實證研究多將重點擺在符合社會

動機的國家形象威脅。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2012）運用調查研究法發現波蘭人的國家集體

自戀傾向越高就越相信猶太人正密謀稱霸全世界的「陰謀論式的猶太人刻板印

象」（Conspiracy Jewish Stereotype），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2012）認為

合理的解釋除了猶太人長期被視為「異類」帶來的威脅感外，另一個關鍵為不

少波蘭人對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歷史對波蘭國家形象正負面影響共存

的矛盾心態。Cichocka et al.（2016）則發現英國人的國家集體自戀讓英國民眾

輕信外國政府對內群體心懷不軌的陰謀論，對內則不捨究責、不願相信本國政

府正密謀傷害公眾利益，代表英國集體自戀者會為了捍衛國家正面社會形象選

擇信任、容忍英國政府可能的負面作為。更貼近本文主題和背景，Sternisko et 

al.（2020）和 Hughes & Machan（2021）分析網路問卷發現英美兩國民眾的國

家集體自戀傾向越高就越相信「否定現實」（Denial）和「轉移焦點」（Deflect）

的兩種疫情陰謀論，英美國家集體自戀者把疫情當作是國家形象的威脅，所以

更傾向以陰謀論為理想中的國家形象粉飾太平。Sternisko et al.（2020）同時發

現集體自戀者有更高的意願在社群平台上散布疫情陰謀論。 

  以 Leach et al.（2008）對社會認同的分類來看，集體自戀和個人對所屬群體

的正面感受極度強烈且群體身分對個人來說非常重要的「自我投注」（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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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有關，集體自戀更特別彰顯自我投注面向中的「群體滿意度」（Group 

Satisfaction）以及「群體自我中心」（Group Centrality）（Emmons, 1984;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Guerra et al., 2020）。由此可見，在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

念的相關研究中觀察概念相近的「內群體正面認知」（In-group Positivity）如國家

認同和個人對國家認同的自我投注有其必要。 

  Cichocka et al.（2016）即以兩個調查研究和一個調查實驗，嘗試區分國家集

體自戀與群體自尊、國家認同、以及自我投注和陰謀論信念的關聯。Cichocka et 

al.（2016）發現非自戀式的「內群體正面認知」與陰謀論信念呈現顯著的負相關，

代表人們若對所屬群體的非自戀群體正面認知越高就越不會被特定事件的陰謀

論牽著鼻子走。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2012）同樣發現波蘭國家認同越高

的人，越不會有圍城信念、也越不相信猶太人正密謀征服世界，而國家認同在新

冠疫情下也未導致更高的疫情陰謀論信念（Hughes & Machan, 2021; Sternisko et 

al., 2020）。 

  綜上所述，實證研究顯示國家集體自戀確實為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的社會動

機，國家集體自戀傾向高的民眾會為了捍衛受威脅的、自己過度熱愛的國家正面

形象，更加相信隱射造成國家形象負面衝擊的事件為特定外界群體或個人的陰謀。

反之，若人們對國家抱持的是非自戀式的內群體正面認知如國家認同，前述研究

則顯示內群體正面認知並不符合社會動機的假設。申言之，人們對國家的心靈歸

屬若不是高度自我投注、自我滿意、以及自我中心的，認同應不至於產生對外界

負面政治態度。 

（四）小結 

  綜觀我國學界政治學、心理學等相關研究，迄今未有針對陰謀論、集體自戀、

或兩者間關聯開展的研究。本為認為如欲於臺灣開展相關研究，在進入第三章「理

論建構與研究設計」之前，必須釐清前述章節點出的重要問題：我國民眾國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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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裂對集體自戀概念建構的影響。 

  我國民眾國家認同分裂的事實，讓各派學者皆認同我國民眾的國家認同含有

程度不一的原生性或建構面的「族群」（Ethnicity）認同，故有「台灣人認同」和

「中國人認同」之稱呼和分別，且不同學者對上述二分法的詮釋如「國族」、「民

族」、「族群」，在不同年代或領域的研究問題中有指涉範圍和意思表達的差異。

由於本文所欲探討的集體自戀現象在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下，較能直接對應

的是政府對外對內強調「Taiwan Can Help」的「台灣人認同」，所以儘管此時的

「台灣」有解度為「國家」的空間，但本文判斷更普遍、更有共識的認知應該是

在「族群」層次上，眾人共同對長年受中國大陸打壓、不被多數國家承認、但仍

在疫情下積極援外的台灣感到驕傲的認同感，故本文依循張傳賢和黃紀（2011）

欲強調群體與國家認同差異的「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詮釋「台灣人認同」

和相對應的「族群集體自戀」，而問卷中的問題設計也將台灣人認同稱為「族群

認同」。 

  正因國內民眾族群認同的高低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族群正面形象認知和族

群形象威脅感，將導致族群集體自戀的程度有所差距，且在後續影響到訴諸陰謀

論信念社會動機的可能。依循過往研究以及前述客觀條件，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下

被強化的對中敵意、對中威脅感，以及「Taiwan Can Help」的成功推動所強化的

臺灣正面形象認知，本文合理推論台灣人認同較高相對較低者，其族群集體自戀

程度應該較高也因此更容易升高對新冠肺炎的陰謀論信念。為了確認台灣人認同

外的族群集體自戀是否在台灣人認同的影響下仍得預測陰謀論信念的強度，本文

納入族群認同中的台灣人認同做為控制變項以便觀察族群集體自戀對陰謀論信

念的解釋力是否充足。 

  在下一個章節中，本文將詳述理論建構與假設、研究範圍與設計、以及本文

的資料來源與變項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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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理論假設與研究設計 

  本章嘗試提出理論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臺灣人的族群集體自戀是否提升

臺灣人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程度。首先，本章基於文獻回顧的結果，試圖建

構新冠肺炎疫情下，符合臺灣獨有社會脈絡，即人民「高度滿意國家防疫表

現」仍「相信疫情陰謀論」的研究假設；其次，本章會界定本文的研究範圍，

以及得以檢驗此研究假設的研究設計；最後，本章將詳述計量模型中自變項、

依變項、以及各控制變項的操作性解釋。 

一、理論建構與假設 

  作為個體過分熱愛所屬群體的群體認同（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集體自戀是個人對自我所屬的「群體正面形象」產生

威脅的外在群體、個人、以及事物持有負面政治態度的心理基礎（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Marchlewska et al., 2020; Zemojtel-Piotrowska et al., 2020）。相

關研究皆指出（Cichocka et al., 2016;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Golec de 

Zavala & Federico, 2018; Hughes & Machan, 2021; Sternisko et al., 2020），威脅到

群體正面形象的陰謀論若能成為特定事件中個人為所屬群體「規避責任」或「轉

移焦點」的工具，此時個人對特定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即會上升，Douglas et al.

（2017, 2019）進一步將集體自戀者傾向秉持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基礎解釋為陰謀

論信念的社會動機。 

  爬梳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的相關研究，本文所欲提出的理論涵蓋以下三 

項前提預設： 

（一）集體自戀為個人對所屬群體過分熱愛的群體認同，因此個人對所屬群

體擁有高度正面的形象認知 

（二）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的形象威脅極度敏感，所以集體自戀者容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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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團體、個人、還是事物的形象威脅產生偏見 

（三）集體自戀者有亟欲維持所屬群體正面形象的社會動機，集體自戀者因

而傾向相信能為群體減少形象威脅的陰謀論。 

  根據第一項前提預設，吾人得觀察到在 2020 年前半年的民調數據顯示臺灣

民眾對國家和政府的防疫表現高度滿意（TVBS 民意調查中心, 2020a, 2020b, 

2020c），政府也積極宣傳我國的防疫表現和口罩外交「Taiwan Can Help」廣獲

國際社會肯認（中央社 , 2020b; 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 , 2020; 衛生福利部 , 

2020a）。本文由此界定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族群集體自戀為上述主客觀條件下臺

灣民眾對所屬族群產生的自戀式群體認同和族群高度正面形象認知。   

  根據後兩項前提預設，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者會對任何威脅到族群正面

形象的團體、個人、事物極度敏感，包括阻撓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

中國大陸政府（中央廣播電臺, 2020; 中央社, 2020g）和國外疫情仍舊嚴峻的現

實狀況下，有可能再度爆發、減損臺灣防疫光環的新冠肺炎。臺灣的族群集體戀

者會將中國大陸政府的排擠行為視為否定國家防疫成就，新冠肺炎則是削弱、甚

至粉碎國家正面形象的直接威脅，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形塑了族群集體自戀者對臺

灣的正面形象認知，但是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仍可能對中國大陸政府和新冠肺

炎本身產生偏見，所以亟欲維護臺灣正面形象的集體自戀者，就會依循陰謀論信

念的社會動機對上述形象威脅訴諸陰謀論式的理解。因此當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

自戀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感受到特定事物對族群或國家群體正面形象威脅，進

而訴諸陰謀論信念的社會動機。 

  綜合上述理論推導我們得到以下理論假設： 

若其他條件不變，當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其對新冠肺炎陰謀

論的相信程度越高。 

  以上為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設以及推論過程。在下一個章節，本文將說明研究

範圍和研究設計，以及本文檢證研究假設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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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與設計 

  本文採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ICSMP）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臺灣蒐集的線上問卷資料，共蒐集 833 個樣本、

問卷平均作答時間為 25 分鐘，問卷樣本的年齡、地區、以及性別符合臺灣本島

民眾的分布。因此，本研究的時間範圍為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研究對象為臺灣民眾。 

  我國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至 2020 年 5 月中已然趨緩，衛生福利部（2021）數

據顯示時至該年 5 月 20 日我國已經「連續 13 天無確診病例、38 天無本土確診

病例」。本文提及可能促成臺灣民眾產生族群集體自戀的口罩外交「Taiwan Can 

Help」，以及臺灣民眾對政府的極高支持度的民調結果公布於本文問卷調查前，

顯示形塑族群集體自戀的條件充足。 

  本研究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共有四項1，分別為： 

（一）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 

（二）新冠肺炎是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 

（三）新冠肺炎是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  

（四）新冠肺炎是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  

  上述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的敘述皆符合陰謀論的定義（Byford, 2011; Keeley, 

1999），四陰謀論皆嘗試「詮釋新冠肺炎起因和源頭」（Ellis, 2020）且都明指或

暗指新冠肺炎是不安好心的個人和團體惡意策畫。前兩項陰謀論在本文研究時間

範圍內實屬常見，作為訊息供給方的大眾媒體可能知悉作為需求方的多數臺灣民

眾「不信任中國政府有能力有效控制疫情」（風傳媒, 2020c）且認為「中國因為

隱瞞疫情所以要負起最大責任」（風傳媒，2020b），故主流媒體所刊載的新冠

                                                 
1為確保行文和閱讀順暢，本文在後續章節依序將第一至第四項陰謀論簡稱為「生化武器」、「威權政府」、

「圖利騙局」、以及「經濟崩潰」。 



doi:10.6342/NTU202300337

21 

 

肺炎陰謀論多為「生化武器」陰謀論和「威權政府」陰謀論（中央社, 2020f; 中

時新聞網, 2020; 聯合新聞網, 2020;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20; 蘋果新聞網, 2020），

「圖利騙局」與「經濟崩潰」兩新冠肺炎陰謀論則多出現於疫情較嚴重的國家如

英美與歐洲各國（Douglas, 2021; Imhoff & Lamberty, 2020），在我國言論市場則

較少出現。 

  本文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檢證族群集體自戀對四

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的解釋力，檢驗本文解釋的變項操作化以及計量模型的設定，

則會在下一章節詳細說明。 

圖 2 本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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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來源與變項操作化 

  本章節將說明檢證研究假設的變項如何操作化。根據本文的研究假設，研究

中共有兩個主要變項：族群集體自戀，以及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族群集體自戀

為研究假設的自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則是依變項。 

  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的臺灣版線上問卷中，所

有心理學概念和政治態度的測量，皆是採用學界主張更具互動性、得減少李克特

量表所導致的調查疲勞而能獲得更符合測驗目的、更精確資料的「11 點滑梯量

表」（11 Point Slider Scale）（Roster et al., 2015）。本文檢驗研究假設的各變項

中，包括自變項族群集體自戀、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控制變項台灣人認

同、臺灣中文報紙公信力、「個人控制感」（Personal Control）、「開放心態」（Open-

mindedness）、「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個人自戀」（Individual 

Narcissism），皆是運用「11 點滑梯量表」（11 Point Slider Scale）測量。 

圖 3 本文研究變項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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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變項與依變項 

  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於臺灣施行的線上調查問

卷，族群集體自戀的測量採用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的「集體自戀量表」

（Collective Narcissism Scale）中的以下三道問題： 

1. 我的族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 

2. 並不是很多人完全理解我的族群的重要性 

3. 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意 

  受測者必須依序回答對上述三道問題的同意程度。「克隆巴赫信度測驗」

（Cronbach's alpha）顯示三道問題皆為正向題目且樣本資料具 0.7470 的α值，三

測驗題目分別對應集體自戀「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群體崇高偉大，

且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的概念內涵，和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

體的自我膨脹信念亟需外界認可」（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的心理需求。第一題反映「所屬群體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

第二題測驗臺灣民眾是否主觀認為所屬族群「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

群體崇高偉大」，第三題則指向集體自戀者心目中所屬群體膨脹信念「亟需外界

認可」的心理需求。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臺灣民眾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陰謀論內

容即為前述提及國內常見的「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和流行於西方世界的「圖

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受測者須依序回答對「生化武器」說、「威權政府」

說、「圖利騙局」說、以及「經濟崩潰」說的同意程度。臺灣民眾對四項陰謀論

的陰謀論信念和族群集體自戀皆由 11 點滑梯量表測量，屬於連續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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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變項 

  除了上述兩個主要變項，本文為了完善研究假設的檢驗，控制文獻回顧中陰

謀論信念除了集體自戀以外的政治、社會、以及心理因素。 

首先論及政治因素的兩個控制變項：台灣人認同和臺灣中文報紙公信力。相

關研究皆顯示，個人既有的政治立場容易讓人在判斷和認知資訊時，通過「動機

性推理」導向符合有利於自身利益的陰謀論（Claassen & Ensley, 2016; Duran et al., 

2017; Galliford & Furnham, 2017; McClosky & Chong, 1985）。 

  以我國的情況來說，新冠肺炎加劇了臺灣民眾對疫情起源地中國大陸的不信

任和敵意，而歷年研究皆指出台灣人認同者相對臺灣人與中國人雙重認同者

（Yang, 2016; 蒙志成，2016; 關弘昌，2018; 陳映男等，2015; 陳陸輝等，2009）

較容易對中國大陸產生敵意態度產生敵意。本文由此假設，臺灣民眾越同意「我

是臺灣人」、「作為臺灣人反映了我之所以為我的一個重要部分」等兩道題目，

以及認定立場偏綠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相對偏藍的「中國時報」與「聯

合報」較具公信力者，會因為政治因素所導致的對中負面態度而更傾向透過陰謀

論理解新冠肺炎的源起。資料性質上，台灣人認同為 11 點滑梯量表所測量的連

續變項；臺灣中文報紙公信力則計為虛擬變項，認為某報紙有公信力即設為 1，

認為該報紙無公信力或四大報皆否定者則計為 0。 

  其次論及社會因素。國外經驗指出，教育程度和收入多寡為解釋陰謀論信念

的有力變項（Hogg et al., 2017; Prooijen, 2017; Uscinski & Parent, 2014），Prooijen

（2017）認為高教育程度和高所得者擁有更成熟和複雜的認知和歸因機制因此比

較不會相信陰謀論對特定事件的解釋。本文據此將臺灣人的家戶收入與個人最高

教育程度納入控制變項，兩者皆為類別變項。家戶收入從 0 元計算到 350 萬元並

以每 50 萬元為一個級距，教育程度則從 0 標記到 2，分別為小學與國中、高中

職五專、四技二專和大學以上。 

  本文於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因素認知動機，控制「反映個人是否承認自身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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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相比擁有侷限性，和不顧他人身分地位仍願意向其請教知識的態度與行為」

（Alfano et al., 2017:6）的「開放心態」（Open-Mindedness）。開放心態由 Alfano 

et al.,（2017）的「理性謙虛量表」（Intellectually Humility Scale）「開放心態子量

表」（Open-Mindedness Subscale）測量。過往研究顯示擁有理性謙虛性格特質的

人必然擁有較高的開放心態，理性謙虛的人願意承認自身認知侷限性（Whitcomb 

et al., 2017）、對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較不敏感（Roberts & Wood, 2007）、傾向

深思熟慮自己的想法（Samuelson et al., 2015; Samuelson & Church, 2015），因此

更願意在新事證出現的狀況下修正自己的想法（Hazlett, 2012）。本文由此推定，

開放心態較低者會在新冠肺炎的源起仍眾說紛紜的狀況下傾向訴諸陰謀論信念

的認知動機。開放心態同樣由 11 點滑梯量表測量，屬於連續變項。 

  本文在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因素存續動機，控制心理幸福感、個人控制感、新

冠肺炎風險認知等三個變項。存續動機說明個人相信陰謀論是為了補償正常生活

中受到威脅的心理需求（Douglas et al., 2019, 2017），而個人控制感和心理幸福

感皆屬於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心理需求，兩者的低落都會增加個人面對外在環境衝

擊時的脆弱度，讓人傾向透過陰謀論降低特定事物對自身構成的威脅（Cichocka, 

2020; Freeman et al., 2020; Prooijen & Acker, 2015）。上述推論亦顯示，個人對外

在特定事物的風險認知是構成陰謀論存續動機的關鍵，因此本文將臺灣人主觀認

知自己「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感染新冠肺炎的機率有多高」的「新冠肺炎風

險認知」納入控制。本文的個人控制感由 Tangney et al.（2004）研擬的「個人控

制感量表」（Self-Control Scale）測量，心理幸福感則詢問個人主觀的生活滿意程

度，前述兩者心理概念皆為連續變項且 11 點滑梯量表測量，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則利用 0-100%的百分比量表。 

最後，本文在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社會動機控制文獻回顧提及的「個人自戀」

（Individual Narcissism），並由 Leckelt et al.（2018）研擬的「自戀傾慕和競爭短

版問卷」（Narcissistic Admiration and Rivalry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測量，測

量題目共六題：「我值得被當成有名望的人物看待」、「能夠鶴立雞群賦予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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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我努力靠著我的卓越貢獻而得到眾人的矚目」、「我對被搶風頭感到惱

怒」、「我希望我的對手失敗」、「多數人在某個意義上都是輸家」，從問卷題目即

可直觀發現個人與集體自戀的差異即為情緒投注對象的不同，前者為個人對自身

的傾慕程度、後者的對象則是所屬群體，個人自戀也是運用 11 點量表呈現的連

續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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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節延續「理論假設與設計」章節並透過迴歸模型驗證本文假設。本文在

第一小節會依據變項操作化所得之數據呈現各變項的敘述性統計，第二小節則透

過迴歸分析表呈現迴歸模型中本文的研究假設解釋方向和研究發現。 

一、敘述性統計 

  本節將聚焦討論研究假設中的自變項「族群集體自戀」與依變項「新冠肺炎

陰謀論」，控制變項則以完整圖表呈現佐以簡略陳述。 

（一）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首先觀察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樣本數據。 

  從標準差可得知四項陰謀論信念的樣本離散程度相當接近，意即樣本內的國

人對四項陰謀論的相信程度並未因為內容的不同，而有特定陰謀論完全被信任或

完全不被信任的極端分散。然而從能看出多數集中趨勢的樣本平均數或樣本中位

數來看，誠如研究背景所描述的，樣本內的臺灣民眾對在我國言論市場比較常見

的「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兩陰謀論的確比較熟悉、相信程度較高，特別是

極有可能直接聯想到「中國威脅」的「生化武器」陰謀論信念非常突出，其平均

數和中位數皆比「威權政府」說高出一個單位左右。 

  相對前兩項陰謀論，臺灣民眾對本地言論市場內較少見的「圖利騙局」與「經

濟崩潰」兩項陰謀論信念的樣本平均值皆偏低且略遜於樣本中位數，兩者樣本平

均值皆僅有 3.9 靠近 4 的水平。儘管「經濟崩潰」說的樣本中位數與「威權政府」

的陰謀論信念中位數一樣都是 5，但是「經濟崩潰」與「威權政府」說的陰謀論

信念平均值差了將近一個單位，這代表「經濟崩潰」說對樣本中臺灣民眾的吸引

力遠低於「威權政府」說，更多人為「經濟崩潰」說的真實性打上問號，「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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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局」說則最難取信於國人。 

 

圖 4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敘述性統計量 

 

  綜上所述，從樣本資料的敘述性統計量可初步推論，如緒論所述，臺灣民眾

之所以對本地言論市場頻繁出現的「生化武器」與「威權政府」有相對偏高的陰

謀論信念，應是源自於兩陰謀論明顯指涉「密謀策畫」新冠肺炎疫情的始作俑者

是國人「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甚高的中國大陸政府，而這樣的威脅認

知在兩岸對立的脈絡下即可視為可能提高「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LeVine & Campbell, 1972）、民族主義（Rosenblatt, 1964）、以及強化國家認

同（Moskalenko et al., 2006）的「團體間威脅認知」（perceived intergroup threat），

這項推論本文會在後續迴歸分析的章節做更進一步的解釋；反之，臺灣民眾對「圖

利騙局」與「經濟崩潰」兩項在本地言論市場中較少因此較不熟悉，且未能觸發

國人產生動機性推理的陰謀論相信程度較低。 

  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敘述性統計的初步結果顯示國外現有研究對新冠

肺炎陰謀論常見的分類方法：拒絕承擔責任的「轉移焦點」（deflect）型陰謀論、

和否定新冠肺炎存在或看低疫情嚴重性的「否定現實」（denial）型陰謀論

（Frankovic, 2020; Imhoff & Lamberty, 2020; Sternisko et al., 2020）可能無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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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出臺灣民眾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高低。 

  若要用「轉移焦點」與「否定現實」兩個標籤區分本文探討的四項陰謀論，

「生化武器」與「經濟崩潰」兩項陰謀論應屬於「轉移焦點」型陰謀論，而「威

權政府」與「圖利騙局」則屬於「否定現實」的陰謀論。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轉移焦點」型陰謀論皆主張新冠肺炎存在，但其拒絕接

納科學證據，意圖將受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人事物，如「生化武器」說指控新

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而「經濟崩潰」說則隱射新冠肺炎是「掩

蓋全球崩潰創造的」；「否定現實」型的兩陰謀論同樣迴避科學理性、明確指涉陰

謀策畫的對象和目的，但是「否定現實」型陰謀論更進一步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

的真實性，如「威權政府」說形容新冠肺炎是為了「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

權政府的陰謀」，而「圖利騙局」說更明白地將疫情形容為「利益團體的圖利騙

局」，雙雙否定新冠肺炎的存在。 

 

圖 5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轉移焦點／否定現實比較 

 

  從圖 4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樣本資料中，「轉移焦點」或「否定現實」這兩

種依照新冠肺炎陰謀論意圖的分類方式顯然並非指引臺灣民眾是否相信特定陰

謀論的依據。回到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本文主張上述分類在國外可行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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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失效的事實，正好反映我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新冠肺炎陰謀論相關研究主

要進行地英美歐的防疫表現落差，由於無論主客觀、臺灣的防疫表現都相對好上

不少，故臺灣民眾是否相信特定新冠肺炎陰謀論的動機即無法用「轉移焦點」或

「否定現實」與否來分類。 

（二）族群集體自戀 

  表 1 族群集體自戀的敘述性統計量 

 

  觀察樣本平均值和標準差皆可得知樣本中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傾向並

不特別高漲，中位數與平均值皆在 11 點量表的中間值上下 0.5 單位左右。另外，

儘管族群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皆屬於政治態度的一環，但從樣本標準差的比較

即可發現國人對各自族群集體自戀的分散程度明顯不如陰謀論信念。由此本文初

步推論，臺灣民眾長期形塑的、對各自族群的正面群體形象認知，會明顯比短期

爆發的單一外在事件有更高的共識。而在下一個章節，本文將會進一步透過嚴謹

的迴歸模型設定探討究竟族群集體自戀是否為影響臺灣民眾新冠肺炎陰謀論信

念的最重要因素。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特殊待遇 4.536 2.680 5 10 0 

低估重要性 5.527 2.267 5 10 0 

永遠不滿意 5.036 2.336 5 10 0 

族群集體自戀 5.03 1.985 5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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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族群集體自戀／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標準差比較 

  

  進一步比較集體自戀三道題目的樣本平均值，本文發現敘述性統計的結果頗

符合應然面上臺灣民眾受我國特殊歷史背景影響對群體形象認知的直觀想像。本

文認為，從三道題目中認同度最高的「並不是很多人了解我的族群的重要性」就

可以觀察出國人對外政治態度上明顯的「相對剝削感」，而此相對剝削感明顯源

於我國長年受到中國大陸政府打壓且在國際社會各領域的參與頻頻受阻，被認可

「一中原則」或「一中政策」的世界各國以及國際組織排斥；其次，能主客觀精

準描繪臺灣民眾受打壓產生的義憤感的「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

會感到滿意」則位列次高的認同程度；最後，樣本資料中代表特權感的「我的族

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則得到最低的分數。 

  本文認為進一步可從兩個方面釐清上述現象：首先，相對剝削感明顯地在新

冠肺炎疫情下被強化。本文推論臺灣民眾無論是單一還是雙重認同者，都在疫情

下更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我國防疫做得再好，好表現如何受到外媒、外國專家學者、

部分主權國家政府認可，甚至在政府啟動了大規模的口罩外交「Taiwan Can Help」

後，我國所達成的外交突破仍非常有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在 2020

年5月19日仍拒絕授予我國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衛生福利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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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圖 5 顯示樣本資料中臺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程度非常高，中位數

達 10 即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回答自己百分之百是臺灣人。而歷來研究皆顯示

台灣人認同者對長年打壓我國的中國大陸較有敵意，特別當族群認同含有本質論

的民族主義時（吳乃德，1996, 2005; 江宜樺，1998），這種群體認同所導致的對

外防禦性、攻擊性都有可能上升（楊婉瑩、張雅雯，2016），而客觀數據又顯示

臺灣民眾普遍對政府有高度的正面形象認知（TVBS 民意調查中心, 2020a, 2020b, 

2020c），因此本文合理推論上述「對內認知非常正面、對外認知非常負面」的

心理狀態即是樣本資料所觀察到的族群集體自戀。 

 

表 2 台灣人認同的敘述性統計量 

 

  本文認為，以上初步的分析不只是研究國人政治態度的重要發現，更是深化

我國政治學界中針對政治態度「理性自利」還是「感性認同」，何者對兩岸政治

態度和政治行為影響力較大的契機。所謂的「感性認同」，絕不能侷限在單純對

內或對外的正向、負面情感認同，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加上 21 世紀全球民族主

義、民粹主義再起的風潮，我們絕對有必要將感性認同的研究範圍擴大，更進一

步探討單向的情感認同將如何影響對外的政治態度，以及兩者間的動態變化。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我國學術界、政治實務界都應該更關注「集體自戀」這

個對內過度正向、但可能會造成嚴重負面對外政治態度的心理狀態，本文後續將

透過迴歸分析以及結論，進一步提出相關看法和此心理學概念的重要性。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我是台灣人 8.893 1.983 10 10 0 

台灣人認同重要性 8.001 2.290 9 10 0 

臺灣人認同 8.447 1.938 9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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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項 

表 3 控制變項的敘述性統計量

 

本文將 Douglas et al.（2019）文中所指出對陰謀論信念會產生影響的各政治、

社會、以及心理因素認知、存續、社會等三動機納入控制。 

  政治因素中，平均值顯示樣本中的我國民眾對媒體極度不信任，民眾對各立

場媒體的公信力都極度低落，在十一點量表中的平均得分連 1 分都不到，本土立

場鮮明的自由時報比聯合報、蘋果日報的公信力略高，立場偏藍的聯合報和抗中

傾向明確的蘋果日報則依序位列第二與第三。 

  社會因素中，樣本資料中的臺灣民眾過半數最高學歷皆在大學和四技二專以

上，家戶收入的平均則落在 50 到 99 萬與 100 到 149 萬之間，樣本資料的女性約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治因素      

 聯合報公信力 0.138 0.345 0 1 0 

 自由時報公信力 0.161 0.368 0 1 0 

 蘋果日報公信力 0.124 0.329 0 1 0 

 臺灣人認同 8.447 1.938 9 10 0 

社會因素      

 教育程度 1.691 0.554 2 2 0 

 家戶收入 1.527 1.453 1 7 0 

心理認知動機      

 開放心態 7.075 1.588 7.17 10 3.5 

心理存續動機      

 心理幸福感 5.717 2.051 6 10 0 

 新冠風險認知 34.795 25.000 36 100 0 

 個人控制感 5.663 1.713 5.5 10 0 

心理社會動機      

 個人自戀 4.579 1.794 4.67 10 0 

其他      

 年齡 1.996 1.369 2 4 0 

 性別 0.497 0.50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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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多於男生，年齡的平均則靠近編碼為「2」的 40 到 49 歲。 

  三項心理因素的認知動機顯示，樣本資料中的臺灣民眾對於「認知自身智識

與他人相比擁有侷限性和不顧他人身分地位仍願意向其請教知識的態度與行為」

的自我認知持十一點量表中 7 分以上的高度開放。存續動機則顯示樣本中的臺灣

民眾對新冠肺炎帶來的正常生活威脅感並不強烈，生活開心與否的心理幸福感、

以及對疫情下生活的掌握程度皆高於 5，且平均僅有 34.8%的民眾認為自己在一

年內有染病的機率。心理因素社會動機的個人自戀平均僅 4.579、中位數 4.67，

兩者皆低於族群集體自戀，顯示樣本資料中的臺灣民眾對所屬族群的正面認知高

於對自身的正面形象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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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歸分析 

   本節呈現並分析迴歸模型驗證本文研究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當臺灣民眾

的族群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其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相信程度越高。本節將逐一討論

自變項「族群集體自戀」對四項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的迴歸結果，詮釋統計結果

背後涉及的理論意義，並提供初步的分析與討論。 

  除此之外，從文獻回顧章節即可看出，由於國外既有研究皆指出集體自戀者

之所以會對外在個人、群體、事物產生負面政治態度，關鍵在於集體自戀者感受

到其膨脹的群體認同受到上述外在對象的「形象威脅」（Image Threat）。然而誠

如緒論所述，由於我國在 2020 年 5 月、也就是本文網路問卷調查期間的時空背

景下國內疫情並不嚴重，故從最嚴謹的角度出發，本文無法參考國外研究推定新

冠肺炎疫情本身就是集體自戀者群體認同的形象威脅。因此，本節也將透過迴歸

模型中的控制變項，嘗試初步辨認我國集體自戀者的形象威脅來源，並對此做出

初步的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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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迴歸分析結果表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為標準誤。 

    完整迴歸分析結果分析表放至附錄一。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1) (2) (3) (4) 

自變項 生化武器 威權政府 圖利騙局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0.24*** 0.33*** 0.43*** 0.44*** 

 (0.05) (0.05) (0.05) (0.05) 

控制變項：政治因素     

臺灣人認同 0.52*** 0.32*** 0.05 0.04 

 (0.05) (0.06) (0.06) (0.06) 

聯合報公信力 0.19 -0.01 -0.25 -0.26 

 (0.29) (0.32) (0.32) (0.32)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2 0.34 0.33 0.36 

 (0.28) (0.30) (0.30) (0.30) 

蘋果日報公信力 -0.19 -0.42 -0.02 -0.13 

 (0.31) (0.34) (0.34) (0.33) 

控制變項：社會因素     

家戶收入 0.02 -0.01 -0.10 -0.15 

 (0.09) (0.10) (0.10) (0.10) 

教育程度 -0.26 -0.50** -0.47** -0.51** 

 (0.19) (0.21) (0.21) (0.20) 

控制變項：心理認知動機     

開放心態 -0.04 -0.06 -0.03 -0.05 

 (0.06) (0.07) (0.07) (0.07) 

控制變項：心理存續動機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00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個人控制感 0.06 0.06 0.05 0.07 

 (0.08) (0.09) (0.09) (0.09) 

心理幸福感 -0.00 -0.00 0.06 0.02 

 (0.05) (0.05) (0.05) (0.05) 

控制變項：心理社會動機     

個人自戀 -0.04 -0.01 -0.04 -0.05 

 (0.06) (0.06) (0.06) (0.06) 

     

R2 0.154 0.101 0.0986 0.112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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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 

  如表 7 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

局」、還是「經濟崩潰」哪一個陰謀論，樣本資料中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

都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達到極高的統計顯著性。模型中的族群集體自戀

每增加一單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等四項陰

謀論分別會提升 0.24、0.33、0.43、0.44，迴歸分析結果符合本文研究假設：若其

他條件不變，當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其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

程度越高。 

  本文的迴歸分析結果有兩項重要的理論和實務意涵。 

  首先，四迴歸模型皆指出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有高度統計顯著性，這

代表當臺灣民眾已經對各所屬族群產生集體自戀傾向時，民眾在面對各種不同的

新冠肺炎陰謀論，都可能產生更高的相信程度。以本文中四個迴歸模型中的四項

陰謀論來說，這代表當臺灣民眾越認為「自己的族群應該享有特殊待遇」、「所屬

族群沒受到應有的肯認」、「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意」，

臺灣民眾就越有可能相信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意圖永久剝

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或

「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四項陰謀論彼此皆無關聯，其各自對新冠肺炎的起

源或目的的解釋也都是獨特且獨立的，因此這些在陰謀論的相關研究中屬於

（Abalakina-Paap et al., 1999），而非須由特定量表測驗的「普遍性」（general）

陰謀論（Vitriol & Marsh, 2018）。所以儘管理論限制讓本文無法透過變項操作將

特定型的陰謀論信念轉化成普遍性陰謀論信念或「普遍性陰謀論世界觀」（general 

conspiracy worldview）（Imhoff & Lamberty, 2020），然而當四項截然不同的陰謀

論信念都與臺灣民眾的集體自戀傾向達到極高的統計顯著性，本文認為我們可以

負責任地推論當台灣民眾越過份熱愛各自的族群形象時，這些族群集體自戀者就



doi:10.6342/NTU202300337

38 

 

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機率相信這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以外的其他新冠肺炎陰謀論。 

  其次，從表 7 中我們即能看出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相較其他變項對新冠

肺炎陰謀論有橫跨不同脈絡的解釋力，而這樣的解釋力讓本文認為我們或許可順

著集體自戀相關研究架構，進一步推論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下台灣民眾對外

展露出的明顯負面政治態度從何而來。 

圖 7 集體自戀相關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Golec de Zavala, A., & D. Lantos. 2020.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The Bad and the Ugl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 29(3) 274, 作者自行翻譯、

製圖。 

  圖 4 顯示學界研究目前有關集體自戀產生的各種「後果」（outcome）清一色

都是負面的對外政治態度，如優勢團體對少數群體的歧視（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Marchlewska et al., 2020; Zemojtel-Piotrowska et al., 2020）、支持美

國前總統川普和英國強硬脫歐派的民粹政治（Cislak et al., 2020; 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Marchlews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 Keenan, 2021）、民族

主義（Cichocka & Cislak, 2020; Federico et al., 2021）、以及集體自戀者對形象威

脅帶有敵意的肢體或言語報復（Dyduch-Hazar et al., 2019;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 2013; Guerra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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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表 4 的集體自戀研究架構，本文於此提出不同於政治因素對台灣民眾在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下產生負面對外政治態度的解釋。本文合理推論，台灣

民眾對新冠肺炎堅持使用有汙名化疑慮的「武漢肺炎」以及對世界衛生組織秘書

長譚德塞的種族歧視言論，這些明顯具有敵意、歧視、報復意圖的言語，都是在

認為台灣防疫極佳但「沒有受到足夠的肯認」進而產生集體自戀傾向時並加上新

冠肺炎陰謀論這個「中介因素」（mediator）的影響，讓許多相信新冠肺炎是生化

武器、威權政府的台灣民眾對新冠肺炎憤而使用具有汙名化疑慮的武漢肺炎稱謂

新冠肺炎；與此同時，這些取信於新冠肺炎的集體自戀者也有更高的機率會對未

肯定台灣防疫成果、未給予台灣觀察員地位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世界衛生組織秘

書長譚德塞以種族歧視稱呼辱罵之。簡言之，本文認為，武漢肺炎和譚德塞被以

黑鬼辱罵都是集體自戀加上新冠肺炎陰謀論這個中介因素產生的報復性後果。 

  最後，依循本文「理論建構與假設」章節提出的前提預設：集體自戀者對所

屬群體的形象威脅極度敏感，所以集體自戀者容易對無論是團體、個人、還是事

物的形象威脅產生偏見。前面兩個部分本文已經陸續討論了偏見、也就是中介因

素新冠肺炎陰謀論，並進一步延伸推論出報復性質的後果，而為了讓本文提供更

完整的理論建構，本文認為有必要將焦點轉往邏輯鍊的第一段，也就是辨認出台

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心目中族群正面形象的威脅來源。 

  初步討論，我們可發現英美兩國國家集體自戀者的國家形象威脅來源明確：

就是在 2020 年上半年接近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讓英美政府左支右絀且廣

受民眾和媒體批評，形象顯然受到重挫。然而誠如本文不斷強調的，台灣在當年

的時空背景之下與英美兩國的疫情發展狀況截然不同，台灣民眾對總統、行政院

長、以及政府防疫表現都給予非常高的評價，台灣的國際形象甚至有顯著的提升。

本文因此認為，辨認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的形象威脅來源不只有釐清集體自戀

如何在不同社會脈絡仍導致相似結果的理論意義，更有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消退

的當下，透過降低形象威脅防杜新冠肺炎陰謀論引發更多社會成本、的實務價值。 

  本文將在下一個小節聚焦分析和討論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所感知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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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本文將嘗試探討對台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來說，其族群形象威脅是否有所

不同？而這樣的形象威脅，是否背後可能涉及其他「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

相關概念，進而讓集體自戀者選擇相信這些看似荒誕的新冠肺炎陰謀論？ 

（二）臺灣族群集體自戀者的形象威脅來源 

表 5 四陰謀論信念的樣本平均值 

  從敘述性統計的結果，本文初步推斷台灣民眾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

和「圖利騙局」、「經濟崩潰」四陰謀論信念的動差異，反映在前兩項陰謀論容易

讓台灣人產生對中國大陸政府的「團體間威脅認知」；而後兩者因為在台灣時空

背景下的言論市場非常少見因此自然陰謀論信念偏低。奠基於敘述性統計的結果，

本章節嘗試進一步透過迴歸分析明確辨認出在集體自戀相關研究中讓集體自戀

者相信特定陰謀論的「形象威脅」（image threat），找出究竟對台灣族群集體自戀

者來說何種因素為其心目中正面族群形象的形象威脅。 

從迴歸模型中，本文認為以下兩項控制變項：政治因素的「台灣人認同」和

心理因素存續動機的「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可辨認出族群集體自戀者心目中的正

面群體形象威脅。 

  以「台灣人認同」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影響來看，迴歸分析指出台

灣人認同僅對「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說達高度統計顯著正相關，樣本資料

中臺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在 0 到 10 的滑梯量表上每增加一單位，分別會對「生

化武器」和「威權政府」兩項陰謀論增加 0.52 以及 0.32 的陰謀論相信程度，台

灣人認同儘管針對「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兩項陰謀論信念也有正值的迴歸

係數，但未皆達統計顯著性。 

  過往有關臺灣民眾對外政治態度的研究皆顯示「台灣人認同」相對台灣人與

生化武器 威權政府 圖利騙局 經濟崩潰 

6.208 5.034 3.938 3.983 

 



doi:10.6342/NTU202300337

41 

 

中國人兼具的「雙重認同」較容易對中國大陸產生敵意（Yang, 2016; 蒙志成，

2016; 關弘昌，2018; 陳映男等，2015; 陳陸輝等，2009），2020 上半年的民調

顯示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除了不再視「中國大陸政府為朋友」（中國效應研究小

組，2020），台灣人認同者更強烈認為「中國因為隱瞞疫情所以要負起最大責任」

（風傳媒，2020b）。本文因此主張台灣人認同對「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

兩項陰謀論信念的顯著提升，正好反映台灣人認同者對中國大陸的敵意和新冠肺

炎疫情下加劇的不信任感，「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則因為無涉政治因素

因此與台灣人認同的相關性不顯著。 

  透過迴歸分析的檢證，本文認為對擁有「台灣人認同」的族群集體自戀者來

說，能明確聯想到中國大陸政府長年在外交場合排擠台灣、文攻武赫、甚至在

2020 年 5 月的問卷調查的時空背景下阻止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生化武器」

和「威權政府」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即讓台灣人認同者在面對這兩項陰謀論所產

生的族群形象威脅就是面對中國大陸極權政府所產生的威脅認知。 

  形象威脅認知之所以可能增加族群集體自戀者對外群體的陰謀論信念則可

進一步透過 Branscombe et al.（1999）提出的「排斥－認同模型」（Rejection-

Identification Model）釐清。「排斥－認同模型」主張優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持續

歧視會讓個人感受到「排斥」（exclusion）和「拒絕」（rejection），排斥與拒絕進

而威脅到弱勢群體中個人的「群體幸福感」（Collective Well-Being）與「個體幸

福感」（Personal Well-Being），然而如果個人此時選擇將歧視歸因於外群體的歧視

而非自身或所屬群體本身的特質，則內群體個人的群體認同將有所提升、而更高

的群體認同就有助於促進原本被削弱、被威脅的的個人群體幸福感（Branscombe 

et al., 1999; Branscombe & Wann, 1994）。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下，我們即能明顯看

出中國大陸對台灣人認同族群的長年歧視容易讓此族群感受到群體幸福感跟個

體幸福感受到威脅，因此對台灣人認同者來說將我國即使防疫有成卻仍被中國大

陸在國際上排擠、拒絕歸因於中國大陸政府在新冠肺炎上的陰謀，如新冠肺炎就

是中國大陸製造的生化武器、是中國大陸威權政府的陰謀，在心理上即有助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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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群體和個體的幸福感。 

  而當我們觀察迴歸分析中「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對四項陰謀論產稱的影響，

其僅對「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達高度統計顯著正相關，樣本資料中臺灣

民眾若主觀認為自己未來一年內的染病機率每增加 1%、就會提升臺灣民眾對「圖

利騙局」和「經濟崩潰」兩項陰謀論 0.01 的相信程度，這代表臺灣民眾如果越認

為自己未來有可能染疫就越相信「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是新冠肺炎的起源。 

  對此，本文推論「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為集體自戀者對族群集體自戀者的形

象威脅，而其關鍵原因在於當族群集體自戀者看待「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

兩說時儘管難以觸發政治因素，但其威脅到我國在未來一年內的民生經濟發展，

即若族群集體自戀者越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在未來一年爆發的可能越高、越可能威

脅到問卷調查時空背景下我國表現相對穩健的經濟狀況，因此風險認知才成為族

群集體自戀者在面對「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兩說時觸發的族群正面形象威

脅。 

  綜上所述，本文推論樣本資料中的族群集體自戀者在「生化武器」和「威權

政府」說感受到新冠肺炎對群體正面形象威脅源於中國大陸長年對台灣的歧視所

造成的排斥和拒絕；族群集體自戀者在「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感受到的

族群形象威脅源於個人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所帶來的染病風險對我國經濟表現

的衝擊。所以就實務層面來說，本文認為以台灣的時空背景和政經脈絡下來看，

若我國政府能有效降低國內各族群對中國大陸政府的威脅認知或對新冠肺炎染

疫的風險認知，就有很高的機率能減少國人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程度、降低其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然而分析至此，本文仍尚待解釋直觀上台灣人認同與族群集體自戀顯而易見

的交互影響，故在下一個章節中，本文將透過設定族群集體自戀與台灣人認同的

交互作用項，嘗試觀察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來說，台灣人認同對族群集體自戀

的交互影響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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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人認同對族群集體自戀的調節作用 

表 6 交互作用項迴歸分析結果表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為標準誤 

 完整迴歸分析結果分析表放至附錄二。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自變項 

(1) 

生化武器 

(2) 

威權政府 

(3) 

圖利騙局 

(4)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X 0.06** 0.06** 0.09*** 0.09*** 

台灣人認同 (-0.02) (-0.03) (-0.03) (-0.03) 

族群集體自戀 -0.27 -0.17 -0.34 -0.32 

 (-0.21) (-0.23) (-0.23) (-0.23) 

控制變項：政治因素     

台灣人認同 0.22* 0.02 -0.39*** -0.4*** 

 (-0.13) (-0.14) (-0.14) (-0.14) 

聯合報公信力 0.15 -0.04 -0.31 -0.32 

 (-0.29) (-0.32) (-0.32) (-0.31)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1 0.34 0.33 0.35 

 (-0.28) (-0.3) (-0.3) (-0.29) 

蘋果日報公信力 -0.21 -0.44 -0.06 -0.17 

 (-0.31) (-0.34) (-0.34) (-0.33) 

控制變項：心理因素     

家戶收入 0.01 -0.02 -0.12 -0.17* 

 (-0.09) (-0.1) (-0.1) (-0.1) 

教育程度 -0.23 -0.47** -0.43** -0.47** 

 (-0.19) (-0.21) (-0.21) (-0.2) 

開放心態 -0.05 -0.06 -0.03 -0.05 

 (-0.07) (-0.07) (-0.07) (-0.07)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00 0.01** 0.01*** 

 (0) (0) (0) (0) 

個人控制感 0.05 0.05 0.04 0.06 

 (-0.08) (-0.09) (-0.09) (-0.09) 

心理幸福感 0 0 0.06 0.02 

 (-0.05) (-0.05) (-0.05) (-0.05) 

個人自戀 -0.02 -0.01 -0.03 -0.04 

 (-0.06) (-0.06) (-0.06) (-0.06) 

     

R2 0.16 0.1066 0.1112 0.125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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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重新檢視集體自戀的內涵，相關研究指出集體自戀就是「群體認同感」

（Group Identification）的一種，但這種群體認同感和個人情緒性投注於所屬群體

「無比偉大的」不切實際信仰密不可分，因此集體自戀就是個人對所屬群體所產

生的自我膨脹群體形象認知，是需要個人持續感受到外界崇拜才得以維持群體同

感（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由此可見，我

們可以將集體自戀視為一種群體認同，而這在本文的研究架構中即是族群認同在

特定時空背景下產生的自戀式、以及自我膨脹群體的形象認知，因此族群集體自

戀和台灣人認同必然有其關聯和互相影響的可能。為此，本文透過在複迴歸模型

中將「台灣人認同」與「族群集體自戀」設定交互作用項，嘗試從兩者間的調節

作用進一步觀察其交互影響的趨勢。 

從表 9 我們即可以明顯觀察到「台灣人認同」和「族群集體自戀」兩者的交

互作用項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等四項新冠肺

炎陰謀論信念皆達到高度的統計顯著性。模型中的交互作用項每提高一單位，四

項新冠陰謀論信念分別會額外提升 0.06、0.06、0.09、0.09，證明兩者存在交互作

用。進一步分析此迴歸模型的統計結果，這代表「族群集體自戀」對「台灣人認

同」有顯而易見的調節作用，即「台灣人認同」越高者、越容易受到「族群集體

自戀」的影響進而更加相信「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

等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真實可信。 

本文透過 Hainmueller et al.（2019）主張能更精確剖析調節作用項的「分箱

估計量」（Binning Estimator）觀察交互作用的變化，並同時檢查交互作用係數的

準確性。四圖中 X 軸上的長條圖為族群集體自戀的分配，其「L」、「M」、「H」

為依照 X 軸、族群集體自戀由最小值到最大值的三等份，廻歸線則是原始廻歸

模型交互作用項的廻歸線，空心圓點所在的 Y 軸點為各組調節作用估計出來的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值和誤差區間，空心圓點的 X 軸點則是各組族群集體自戀

的中位數。 

分箱估計量能呈現出這三組族群集體自戀和台灣人認同的交互作用對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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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值是否準確，且調節是否為線性作用。首先，從圖 5 到

圖 8 我們能明顯看出無論對哪一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都能證明族群集體自戀

對台灣人認同的調節確實為線性作用，因此估計值頗為準確；其次，從估計值能

具體看出，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台灣人認同對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影響即呈現

明顯的正面影響，證明相較族群集體自戀程度低的台灣人認同者來說，族群集體

自戀程度的上升確實會激發台灣人認同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 

  從加入「台灣人認同」和「族群集體自戀」交互作用項的複迴歸模型中，本

文發現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來說，當台灣人認同者越對台灣這個群體認

同感產生高程度的自戀式、自我膨脹式的族群集體自戀群體認同，台灣人認同者

確實會在面對各種不同的新冠肺炎陰謀論時產生更高的相信程度。而這樣的調節

作用即是加深台灣人相信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意圖永久剝

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以

及「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等負面的對外政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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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交互作用項對生化武器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圖 9 交互作用項對威權政府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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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交互作用項對圖利騙局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圖 11 交互作用項對經濟崩潰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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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文透過以上四個章節完成了在 2020 年 5 月新冠肺炎疫情下臺灣的族群集

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經驗性探索。 

  本文採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ICSMP）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臺灣蒐集的線上問卷資料，以量化方法提供符

合本地脈絡對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之間關連的解釋，並進一步指出台

灣族群集體自戀者面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的族群正面形象威脅，以及族群集體

自戀與台灣人認同之間的相互影響為何。 

  在這個章節中，本文會先整理和重點摘要「研究發現與討論」章節中的實證

研究發現，並在下一個子章節中說明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同時提供後續研究可延

伸的研究方向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儘管「國家集體自戀」在英美兩國的實證研究中已被證明由於集體自戀者有

「希望維持自身和群體的正面社會形象」的「社會動機」（Social Motive）（Douglas 

et al., 2017），所以集體自戀者會為了保護自身過度迷戀的國家形象產生更高的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Sternisko et al.，2020；Hughes & Machan，2021）。但我

國無論在 2020 年 5 月當下的防疫表現和國族認同完整度的社會客觀現實條件和

英美兩國都截然不同，前者廣受國外政府和外媒的一致肯定、後者則因為民眾的

國族認同不完整只有族群認同，故本文遂嘗試運用量化研究的複迴歸模型提供在

本地脈絡以及當下時空背景下，台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傾向是否仍可有效解釋

民眾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首先，本文透過量化模型發現台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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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統計顯著性，代表當臺灣民眾越認為「自己的族群應該享有特殊待遇」、「所

屬族群沒受到應有的肯認」、「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

意」，臺灣民眾就越有可能相信新冠肺炎是「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

局」、「經濟崩潰」。 

  其次，基於我國當下的防疫表現與英美各國的狀況截然不同、即本文無法如

國外的實證研究直接推斷集體自戀者形象威脅就是 2020 年上半年接近失控的新

冠肺炎疫情本身，故本文進一步觀察迴歸模型的控制變項，指出台灣的族群集體

自戀者在「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兩項新冠肺炎陰謀論所感受到族群形象威

脅源於「台灣人認同」導致的中國大陸威脅認知，而族群集體自戀者在「圖利騙

局」和「經濟崩潰」說感受到的族群形象威脅則源於「新冠肺炎風險認知」中個

人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所帶來的染病風險對我國經濟表現的衝擊威脅。 

  最後，本文透過設定「台灣人認同」和「族群集體自戀」的交互作用項進一

步釐清兩者之間的調節作用，本文發現長期穩定的「台灣人認同」對較容易受單

一重大事件引發的「族群集體自戀」有顯而易見的調節作用，台灣人認同越高者

越容易產生自我膨脹的族群集體自戀，而此調節作加深了集體自戀者對「生化武

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等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總上所述，即使我國與英美兩國在 2020 年年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程度和

國家形象受到影響的狀況完全相反，但實證研究的結果仍表示集體自戀對新冠肺

炎陰謀論信念有顯著的影響，且群體認同對族群集體自戀確實存在極為明顯的調

節作用。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文的數個變項並不完全貼近陰謀論信念相關理論中的政治、社會、以及心

理因素。如本文在「政治因素」所設定的「臺灣報紙公信力」若能改以「政黨認

同」測量、「社會因素」的「家庭所得」能以「個人所得」替代、「族群集體自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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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用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集體自戀量表」擁有九道題目的完整版測

量，這些變項的測量都有機會更完整的呈現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之間

的關係。 

  此外，由於本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僅有「台灣人認同」這一項，故本文難

以提供在本地政治認同相關研究中廣泛使用的「台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

以及「雙重認同」等對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影響和各種族群認同族群集體自戀

的調節作用相關解釋。儘管「台灣人認同」在問卷施測中是以 0 到 10 的滑梯量

表測量，但「台灣人認同」為 5 並無法代表受試者擁有「雙重認同」，而「台灣

人認同」為 0 更無法直接推斷其擁有程度高或低的「中國人認同」。 

  最後，本文也有「遺漏變項」（omitted variable）的問題，如同本文在文獻回

顧所述，「心理因素」中「認知動機」的「認知閉合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和「存續動機」中的「特質性焦慮」（Trait Anxiety）、「死亡焦慮」（Death-

Related Anxiety）、以及「焦慮型依附」（Anxious Attachment Style）都有可能是導

致人們更加相信陰謀論的心理因素，故這都是未來相關研究需要在模型中控制的

部分。 

  而針對未來的延伸性研究，本文認為可從兩個方向出發，一是以集體自戀為

核心往前到其「預測因子」（Predictor），二則是往後探索集體自戀導致的各種「後

果」（Outcome），如民族主義、民粹政治支持度、報復式攻擊和群體歧視等，這

些延伸性研究都有機會更深入探討集體自戀作為一種特殊、且世界各地皆可觀察

到的群體認同對政治社會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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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四陰謀論完整迴歸分析表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1) (2) (3) (4) 

自變項 生化武器 威權政府 圖利騙局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0.24*** 0.33*** 0.43*** 0.44*** 

(0.05) (0.05) (0.05) (0.05) 

控制變項：政治因素     

臺灣人認同 

 

0.52*** 0.32*** 0.05 0.04 

(0.05) (0.06) (0.06) (0.06) 

聯合報公信力 

 

0.19 -0.01 -0.25 -0.26 

(0.29) (0.32) (0.32) (0.32)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2 0.34 0.33 0.36 

(0.28) (0.30) (0.30) (0.30) 

蘋果日報公信力 

 

-0.19 -0.42 -0.02 -0.13 

(0.31) (0.34) (0.34) (0.33) 

控制變項：社會因素     

家戶收入 

 

0.02 -0.01 -0.10 -0.15 

(0.09) (0.10) (0.10) (0.10) 

教育程度 

 

-0.26 -0.50** -0.47** -0.51** 

(0.19) (0.21) (0.21) (0.20) 

控制變項：心理認知動機     

開放心態 
-0.04 -0.06 -0.03 -0.05 

(0.06) (0.07) (0.07) (0.07) 

控制變項：心理存續動機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00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個人控制感 

 

0.06 0.06 0.05 0.07 

(0.08) (0.09) (0.09) (0.09) 

心理幸福感 

 

-0.00 -0.00 0.06 0.02 

(0.05) (0.05) (0.05) (0.05) 

控制變項：心理社會動機     

個人自戀 

 

-0.04 -0.01 -0.04 -0.05 

(0.06) (0.06) (0.06) (0.06) 

其他     

年齡 

 

-0.09 -0.06 -0.06 -0.11 

(0.08) (0.09) (0.09) (0.09) 

性別 

 

0.30 0.38* 0.35 0.22 

(0.20) (0.22) (0.21) (0.21) 

常數項 0.85 1.47 1.63 2.23*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為標準誤。 

     

R2 0.154 0.101 0.0986 0.112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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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交互作用項完整迴歸分析表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為標準誤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自變項 

(1) 

生化武器 

(2) 

威權政府 

(3) 

圖利騙局 

(4)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X 0.06** 0.06** 0.09*** 0.09*** 

台灣人認同 (-0.02) (-0.03) (-0.03) (-0.03) 

族群集體自戀 -0.27 -0.17 -0.34 -0.32 

 (-0.21) (-0.23) (-0.23) (-0.23) 

控制變項：政治因素     

台灣人認同 0.22* 0.02 -0.39*** -0.4*** 

 (-0.13) (-0.14) (-0.14) (-0.14) 

聯合報公信力 0.15 -0.04 -0.31 -0.32 

 (-0.29) (-0.32) (-0.32) (-0.31)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1 0.34 0.33 0.35 

 (-0.28) (-0.3) (-0.3) (-0.29) 

蘋果日報公信力 -0.21 -0.44 -0.06 -0.17 

 (-0.31) (-0.34) (-0.34) (-0.33) 

控制變項：心理因素     

家戶收入 0.01 -0.02 -0.12 -0.17* 

 (-0.09) (-0.1) (-0.1) (-0.1) 

教育程度 -0.23 -0.47** -0.43** -0.47** 

 (-0.19) (-0.21) (-0.21) (-0.2) 

開放心態 -0.05 -0.06 -0.03 -0.05 

 (-0.07) (-0.07) (-0.07) (-0.07)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00 0.01** 0.01*** 

 (0) (0) (0) (0) 

個人控制感 0.05 0.05 0.04 0.06 

 (-0.08) (-0.09) (-0.09) (-0.09) 

心理幸福感 0 0 0.06 0.02 

 (-0.05) (-0.05) (-0.05) (-0.05) 

個人自戀 -0.02 -0.01 -0.03 -0.04 

 (-0.06) (-0.06) (-0.06) (-0.06) 

其他     

年齡 -0.09 -0.06 -0.07 -0.12 

 (-0.08) (-0.09) (-0.09) (-0.09) 

性別 0.28 0.36* 0.32 0.19 

 (-0.2) (-0.21) (-0.21) (-0.21) 

     

常數項 3.56** 4.02** 5.51*** 6.06*** 

 (-1.54) (-1.69) (-1.68) (-1.64) 

R2 0.16 0.1066 0.1112 0.125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doi:10.6342/NTU202300337

65 

 

附錄三、問卷題目一覽表 

變項 題目 測量 

心理幸福感 

請想像現在有一架梯子，總從最低一階 0

到最高階的 10。最高一階代表最好的生

活，最低代表最差的生活。請問您個人覺

得自己目前處在梯子那一階？ 

0-10 分 

集體自戀 

我的族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 

0-10 分 

並不是很多人完全理解我的族群的重要

性 

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

會感到滿意 

個人自戀 

我對被搶風頭感到惱怒 

0-10 分 

我值得被當成有名望的人物看待 

我希望我的對手失敗 

能夠鶴立雞群賦予我很大的力量 

我努力靠著我的卓越貢獻而得到眾人的

矚目 

多數人在某個意義上都是輸家 

族群認同 

我是台灣人 

0-10 分 作為台灣人反映了我之所以為我的一個

重要部分 

臺灣報紙公信力 
請問以下台灣的中文報紙中，您覺得公信

力最高的是 

(1)中國時報 

(2)聯合報 

(3)自由時報  

(4)蘋果日報 

(5)以上皆無

公信力 

新冠肺炎陰謀論 

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 

0-10 分 

新冠肺炎是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

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 

新冠肺炎是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

局 

新冠肺炎是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

濟崩潰而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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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心態 

我認為關注那些跟我有不同意見的人是

浪費時間 

0-10 分 

我不會對向比我博學的人學習感到不好

意思 

如果我對某個主題所知不多，我不介意有

人可以教我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即便我對

其他主題有所涉略 

即使當我位居高位，我仍願意不恥下問 

只有弱者會承認他們曾經犯錯 

我不會認真看待與我不同者 

個人控制感 

我很能抵抗誘惑 

0-10 分 
我能有效的完成長期目標 

我難以戒除壞習慣 

我生性疏懶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您認為您感染

新冠肺炎的機率有多高？ 
0%-100% 

教育程度 

請問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如果您並未

在某一級的學校畢業，或正在就讀該級的

學校，也請以這一級為您的最高教育程

度。（舉例來說，如果您正在大學就讀，

請選擇「大學與研究所」) 

(1)小學與國

中 

(2)高中 

(3)高職與五

專 

(4)四技二專 

(5)大學與研

究所 

家庭所得 

請問您去年家庭總所得（包括您自己與家

人）是多少？請告知稅前的收入，包含紅

利與業外收入 

(1)0-49 萬元 

(2)50-99 萬

元 

(3)100-149

萬元 

(4)150-199

萬元 

(5)200-249

萬元 

(6)250-299

萬元 

(7)300-34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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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0 萬元

或以上 

性別 性別：請問您的性別？ 
(1)男性     

(2)女性 

年齡 年齡：請問您今年幾歲？ 

(2)20-29 歲 

(3)30-39 歲 

(4)40-49 歲 

(5)50-59 歲 

(6)60-69 歲 

 


